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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的“三区论”与王铭铭的“三圈说”的比照分析[①] 

 
赵旭东  齐钊 

 
摘  要：在已经开展的国内外费孝通研究中鲜有涉及对费孝通学士论文《亲

迎婚俗之研究》的再考察与再分析，王铭铭所做的相关研究亦是其中的一例。
他于近年来提出“三圈说”来反思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并对自己的“三圈说”
以及“中间圈”进行了诸多的历史追溯与谱系建构工作，但遗憾的是，他却并
未注意到费孝通在1933年的《亲迎婚俗之研究》一文，而这篇学士论文却恰恰
已在具体经验研究的层面对王铭铭通过“三圈说”而主张和提倡的反思、对话
与提升工作进行了实践。本文则是通过对费孝通的“三区论”与王铭铭的“三
圈说”的比照分析，试图指出费孝通这篇学士论文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以期学
界对此篇论文采取重视的态度，认真研读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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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mong the studies of Fei Xiaotong both in China and overseas，few 

have noticed his bachelor thesis，A Study of the Custom of Bride-fetching in Chinese 
Wedding.Wang Mingming was no exception.In his recent research，Wang proposes the 
theory of“three rings”.He traces the historic origin of his theory，in particular that 
of the“intermediate ring”，in order to establish a pedigree，and he regretfully 
neglects Fei’s early text.As early as 1933，Fei’s thesis has anticipated in 
experiential terms what the theory of“three rings”now proposes for reflection and 
discussion.In this paper，we try to compare Fei’s theory of“three regions”with 
Wang’s theory of“three rings”in order to show how the former has foreshadowed 
the latter.

 
Keywor ds：studies of Fei Xiaotong，the custom of bride-fetching，the theory of

“three regions”，the theory of“three rings” 

 
 
作为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费孝通与属于舶来品的社会学与人类

学在中国的发展有着诸多的联系。[②]学术界对费孝通的研究始于西方，而发展



于国内，[③]并业已形成对费孝通的学术思想加以研究的一个全新领域，且有相
当数量的研究成果产出，但遗憾的是，无论是从费孝通的具体作品入手，还是
从对费孝通前后思想历程的比较入手，或者是从某一具体思想主题入手，[④]抑
或是从对费孝通进行传记研究入手，[⑤]这些研究都鲜有涉及对费孝通学士论文
《亲迎婚俗之研究》[⑥]的再考察与再分析，这种关注点的忽视与研究的不足无
疑构成了费孝通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而此一薄弱环节的存在，可能影响了
我们对费孝通的认识。在本文中，我们将会看到对这篇学士论文忽视的一个例
子。 

一、“三区论”与“三圈说” 

1933年夏天，费孝通以论文《亲迎婚俗之研究》取得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士
学位。[⑦]在这篇学士论文中，他通过对燕京大学图书馆所搜集到的全国15个省
份207个地方的地方志书上关于亲迎婚俗的记载进行摘录、分类、整理、归纳与
描点绘图，历经大约两年的时间，绘制而成近代亲迎婚俗地理分布图，并由此
图发现了亲迎婚俗的“三区”分布的现象，即如费孝通所总结的： 

 
亲迎婚俗分布情形可略述如下： 

一、亲迎婚俗并未普及全国。 

二、亲迎区，半亲迎区，及不亲迎区同时存在。 

三、亲迎区除少数零星区域外，俱相衔接形成一中原亲迎区。位置于直
隶，山东，山西，河南，湖北，安徽诸省之全部或一部。不相衔接之零星区
域，则散布于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江西，广西，及云南诸省，杂处于
半亲迎及不亲迎区间。 

四、半亲迎区多麇集于中原亲迎区之西北及分散于长江以南。 

五、不亲迎区包括长江以南诸省，惟时有亲迎区及半亲迎区杂处其间。
[⑧] 

 
基于此一发现，他在论文的第三章到第五章，分别从亲迎区域的形成及其与

移民的关系，影响亲迎区域的地理和社会背景以及亲迎婚俗的传播角度进行了
亲迎婚俗“三区论”的论述。 

无独有偶的是，王铭铭在71年之后同样提出了类似费孝通早年所提“三区
论”的“三圈说”，[⑨]虽然未提及费孝通的“三区论”，但核心的指涉范围有
着一种相似性。王铭铭是从另外一种路径上提出此“三圈说”的。他在2004年
11月26日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举办的一场题为“寻找中国人类
学的世界观”的学术讲座中，以反思其始于十年前写作，终于1997年由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这本著作作为讲座的内容，对
自己的研究、海外中国人类学研究以及中国人类学研究进行了一些诚恳的反
思，试图寻找到他想要寻找的“中国人类学的世界观”。在这找寻的过程中，
首先，他涉及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三本以历史学为中心的中国人类学研究著
作，[⑩]用以“从海外视野寻找中国人类学的世界观”，[11]其次，他从追寻中国
人类学的传统关怀中展开他的思考，先是回顾了自己的研究历程，“承认”了
自己“年轻气盛”时对中国民族史研究条条框框所抱有的“逆反心理”的不合
理之处和“简单化倾向问题”的严重性，然后“，珍惜”“中国人类学中传统
的民族史研究”所蕴涵的资源给他的启发。[12]在找到“依据‘五服’代表的那
一‘同心方块体系’”后，王铭铭从梳理中国人类学史的角度重新思考和分析
了中国人类学的范畴，他指出20世纪的中国人类学已不再是上述所谓的“同心
方块体系”，而已受到西方“地球理论”与“国家理论”的深入影响。[13]基于
此判断，他将20世纪的中国人类学的具体研究对象分为了由内而外的三个
“zones”“：核心区带”是以燕京-北大为代表的“北派人类学”占支配地位
的“农村人文区位学民族志调查”；“中间区带”是新中国成立前“南派人类
学”关注更多，20世纪30～40年代“北派”“边政学”渐渐介入的少数民族研
究；“外围区带”则是自20世纪20～30年代开始的“以李安宅为代表的部分中
国人类学者对海外进行的研究”。[14] 

接着，他对这三个区带的人类学研究进行了比较，并揭示了自己的一些认识
上的偏差，这种认识的偏差，使他在《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一书中没有提
及中间区带的研究。由此看来，王铭铭其实已经意识到了《社会人类学与中国
研究》一书的另外一种不足，而对这一不足的反思与弥补可谓成为其近几年来
的重要工作之一。 

虽然这里所提出的“三圈说”是针对三种中国人类学的研究而言的，但是后



来王铭铭又明确指出了此“三圈说”的另一种所指和内涵，即“核心圈”指的
是“汉族农村和民间文化”，“中间圈”指的是“今天所谓的少数民族地
区”，而“外圈”则是指“所谓‘外国’”，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王铭铭其
实是指出了其“三圈说”所指涉的空间区域范围。[15]而我们若从空间区域范围
这个角度来比照着阅读费孝通的《亲迎婚俗之研究》的话，便可以发现两者之
间的某种相似性，因为费孝通在该论文中所研究的空间地域范围恰恰包括了王
铭铭在“三圈说”中所指涉的地域范围。[16] 

但是，正如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王铭铭在提出其“三圈说”时，并没
有注意到费孝通在1933年的学士论文《亲迎婚俗之研究》。 

二“、三圈说”的历史追溯与谱系建构 

为了纠正其在上述所指出的自身认识上的偏差和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差不
多在举办这场讲座的前后，王铭铭便开始了对其“三圈说”中的“中间圈”的
关注与研究探讨，[17]并于2008年出版了《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
再构思》，这本文集可谓是其关于“中间圈”思考与研究的一个集中表达与展
现。[18] 

在此书序言里，作者又为其“中间圈”的思考找寻到了本土的思想来源和历
史的思索谱系，即费孝通写于1943年初的《鸡足朝山记》一文和1947年出版的
林耀华的《凉山彝家》。他认为在这两位前辈学者的“‘民族学的旧梦’里包
含着某种值得再度言说的智慧”，这种智慧与他的想象之间有条因为20世纪50
年代的“民族学巨变”而产生的鸿沟存在，且这两位学者主动或被动地参与了
此条鸿沟的挖掘。这种在他看来可悲的地方，刺激了他在此书中将借助“藏彝
走廊”这一关键词展开探讨。序言最后，作者解释了书名的意义并且指明了他
在此书中想做的事情： 

 
书取名“中间圈”，如书收录的文章将指出的，这概念，既与“中外”

之间的地带有关（即与中国民族学惯常研究的某些介于“我与非我”之间的
区域有关），又与费孝通在鸡足山上对于自身的“英美式”社会科学生涯流
露出的反思有关。借中间圈，我将思考社会科学中诸如“社区”、“社
会”、“文化”、“民族”、“国家”、“族群”等诸多政治——学术地理
“单位”的局限性，将借助“关系主义民族学”对社会科学加以反思，将强
调研究人、物、事的动态研究的特殊价值，将探索对于这一“民族学类型”
有益的“非罗马神话式”——“非西方式”——社会科学的可能方式。副题
有“藏彝走廊”与“人类学”两个概念，前者也来自费孝通，后者则无疑是
指一门与民族学关系既暧昧又紧张的学科。[19] 

 
可以再清楚不过地看出，王铭铭在这段提纲挈领的言说中，道明了其“中间

圈”的概念既与中国的民族学研究有联系，又与费孝通的《鸡足朝山记》有
关，且副标题“藏彝走廊”直接来自于费孝通的概念表达。虽然如上述已提到
的，在序言中起到引出主题作用的费孝通的《鸡足朝山记》与林耀华的《凉山
彝家》都被王铭铭纳入到了其对“中间圈”的本土思想来源的追溯和历史思索
谱系的建构中，但本文限于研究主题，将不对林耀华的相关研究进行叙述，仅
就与费孝通有关的论述展开思考与讨论。 

通过历史的追溯，王铭铭认为“费孝通在鸡足山上对自身的‘英美式’社会
科学生涯流露出的反思”刺激了他对“中间圈”的思考；前往作为“中间圈”
之一部分抑或一种的“藏彝走廊”进行实地考察，其又将启发的文本聚焦于费
孝通的“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的发言。[20]在后来的《“中间圈”——民
族的人类学研究与文明史》一文中，其又提到费孝通在《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
历与思考》一文中所表达的期待对他关注“中间圈”的重要启迪作用。[21]《费
孝通与“桃花源”》则是从费孝通在1991年10月8日下午的“湘鄂川黔毗邻地区
民委协作会第四届年会”上的讲话中获得论述的启示，并联系费孝通的《武陵
行》展开论述。[22]在《东南与西南——寻找“学术区”之间的纽带》一文中，
其又明确以费孝通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的观点作为“中间圈”概
念的依据。[23]他对于其余的《差异与关联——从汉、藏、彝三个文本中的“生
死观”看比较人类学》、《文明在周边——“藏彝走廊”、“中间圈”与关系
主义民族学》、《从弗思的“遗憾”到中国研究的“余地”》以及《“中间
圈”与罗马神话之外的社会科学》几篇文章的写作也都和费孝通的《简述我的
民族研究经历与思考》、《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关于我国的民族识
别问题》、《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人的研究在中国》、《新世纪·



新问题·新挑战》等文章中的观点与论述建立了关联。[24]显而易见，王铭铭通
过历史追溯所联系到的费孝通的作品，最早的即是写于1943初的《鸡足朝山
记》，其余的都是在这之后的研究与写作抑或是发言。 

可以看出，王铭铭并不认为自己所提出的“三圈说”和“中间圈”这两个概
念为自己的原创，而是努力寻找到刺激自己生发出这两个概念的学术资源，注
重对这种学术资源的历史的追溯和谱系的建构。这些从他在提出“三圈说”之
后的研究和论述中就可以看出，比如在《初入“藏彝走廊”记》中，他对刺激
自己思考“中间圈”并前往“藏彝走廊”进行实地考察的费孝通的“藏彝走
廊”的概念便进行了学术谱系的论述，指出了此一概念的“前身”。[25]其他如
这样的对自己所提出“三圈说”与“中间圈”概念的历史追溯与谱系建构几乎
贯穿于《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的始终。我们亦可以看
出，从最初提出“三圈说”时所指出的“他者的眼光”的“陌生化”作用与
“中国人类学中传统的民族学史研究”对其的教育和启发作用，[26]到后来集中
探讨与“三圈说”和“中间圈”相关的议题，王铭铭一直都在做对这两个概念
的历史追溯与谱系建构的工作。 

三、对费孝通的“三区论”的遗忘与忽视 

王铭铭做这样的历史追溯与谱系建构，当然也有其自身的原因与目的，但是
既然将这种历史追溯与谱系建构和费孝通联系起来，那么，在他已做的这些工
作中，他却可能并没有注意到比上述诸篇费孝通的文章与发言稿更为重要且更
为早期的一篇论文的价值，这便是费孝通的学士论文《亲迎婚俗之研究》。这
里，我们将就这篇价值并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的学士论文中的亲迎“三区论”
予以介绍和论说。 

费孝通于1930年从东吴大学北上转学至燕京大学就读于社会学系，在这里接
触并认识了吴文藻、派克等老师[27]。由于1931年秋天其在参加学生抗议日本侵
占东北的示威游行活动中受寒病倒，转成肺炎，后住院一个多月治疗，由于请
假超过校章规定的时间，不得不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多读一年，迟到1933年以
其《亲迎婚俗之研究》获得学士学位。[28]从当时的记载来看，这篇学士论文得
到了吴文藻、顾颉刚、潘光旦、王佩铮、派克及史禄国六位老师的指导和批
评，“五易其稿”而完成。[29] 

这篇学士论文的正文共由六章构成，分别是第一章“亲迎婚俗之定义”、第
二章“亲迎婚俗近代之地理分布”、第三章“亲迎区域之形成及其与移民之关
系”、第四章“亲迎区域之地理及社会限制”、第五章“亲迎婚俗之传播”和
第六章“亲迎婚俗起源之假设”，此外，另有题为“近代亲迎婚俗地理分布图
所根据之材料”的附录附于正文之后。论文的结构框架如图1所示。 

 

 

在论文第一章中，费孝通受到《仪礼》第2卷“士昏礼第二”中部分内容[30]

和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下册[31]第380～381页上关于定县亲迎婚俗之记
载的整整一段内容的启发，从中总结归纳出亲迎婚俗的原则，即其在本论文中
对亲迎婚俗的定义。在第二章中，费孝通指明其基于此定义，通过对燕京大学
图书馆所搜集到的全国15个省份207个地方的地方志书上关于亲迎婚俗的记载进
行摘录、分类、整理、归纳与描点绘图，历经大约两年的时间，终绘制而成近



代亲迎婚俗地理分布图，并附于论文此章之中，以便能够让读者对亲迎婚俗在
近代中国的分布情形有一个直观清晰的印象。[32] 

在这幅近代亲迎婚俗地理分布图的绘制中，作者并没有采取西方二元对立的
观念对中国的近代亲迎婚俗的地理分布进行分类划区，而是以三分法对此一婚
俗的近代地理分布进行了合乎地方志书所载内容的客观编置。从这幅近代亲迎
婚俗地理分布图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在中国疆域内，亲迎区、半亲迎区与不亲
迎区同时存在，并且确实能够感受到三种亲迎区域错综交杂的多元性、丰富性
和动态性。就此，费孝通在论文第二章末尾对这幅近代亲迎婚俗地理分布图进
行了文字上的描述以与地图相互呼应。 

而且，如上所述，在论文的附录部分，费孝通还将其按照三分法编置的“近
代亲迎婚俗地理分布图所根据之材料”以先亲迎区，再半亲迎区，而后不亲迎
区的顺序附于文末，以便让读者参考核实。[33] 

显而易见，无论从费孝通所绘制的近代亲迎婚俗地理分布图抑或其对于此图
的文字描述和介绍来看，还是从附于文末的“近代亲迎婚俗地理分布图所根据
之材料”来观察，费孝通确确实实发现了亲迎婚俗的“三区”分布现象，而半
亲迎区恰恰就是这“三区”中的“中间区”，并且随着文章脉络结构的展开与
延续，藉由亲迎婚俗“三区”的发现而有了论文所指出和研究的亲迎“三
区”：因为，作者不仅发现了亲迎婚俗的“三区”分布现象并对其进行了文字
的描述和说明，而且从论文第三章开始至第六章结束，作者依次对此亲迎婚俗
“三区”的形成展开了与移民关系的论述，并对其形成的地理及社会背景进行
了考察，而且就此亲迎“三区”中的“中间区”的形成采取了文化功能论与文
化传播论相结合的解释，最后还讨论了亲迎婚俗的起源问题，提出了亲迎为母
系社会转变为父系社会时的遗留风俗的假设。费孝通的整篇学士论文建立在亲
迎婚俗定义的基础上，围绕近代亲迎婚俗地理分布图展开，并从多维度论述了
亲迎的“三区论”。 

单从费孝通的亲迎“三区论”与王铭铭的“三圈说”的名称上来看，似乎不
太明了两者间的关系和可资比较的地方。但是，概略而论，首先，两者的分类
都避免了西方的二元对立划分，皆采用了三分的做法；其次，从中国人类学角
度所可以看出的作为王铭铭“三圈说”之“核心圈”对汉族农村与民间文化的
研究，“中心圈”对今日所谓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以及“外圈”中国学者对海
外的人类学研究的三种研究区域都分别在费孝通的《亲迎婚俗之研究》中得到
了关注与研究，具体包括论文中对中原诸省、东部沿海各省、西南的云南和广
西两省以及北方通古斯地区人口移动、自然与社会环境以及文化传播的考察与
分析；[34]再者，虽然王铭铭在其后来的研究和讨论中指出了“中间圈”的“块
状、带状”特征和模糊性与变动性的特点，但是“三圈说”的“形态学”界定
总不及亲迎“三区论”本身所内含的开放性与流动性以及变动性特质。[35] 

可以概括地说，费孝通在《亲迎婚俗之研究》一文中的确形成了一种亲迎
“三区论”，而此“三区论”比王铭铭提出的“三圈说”恰恰早了71年。但从
目前的情况来看，王铭铭在对其“三圈说”以及“中间圈”进行历史追溯与谱
系建构的过程中却并未关注到这一亲迎“三区论”，所以，毋庸讳言，王铭铭
既然有意识在做对其所提出的“三圈说”和“中间圈”进行与费孝通相联系的
历史追溯和谱系建构的工作，那么他应该至少要回看到费孝通的这篇《亲迎婚
俗之研究》，而绝非只看到其多次提及的费孝通学士论文十年之后的文章或发
言。因为，这篇学士论文不仅仅是费孝通关于亲迎“三区论”的抽象思考或者
想象，而且是一种扎扎实实基于丰富材料的具体经验研究，所以，他的亲迎
“三区论”不仅有经验事实的层面，而且提供给我们思考问题的一种新视野和
心态。它本身可能涵盖了王铭铭“三圈说”以及“中间圈”想要表达的内涵。
因而，王铭铭对费孝通《亲迎婚俗之研究》的遗忘与忽视对其而言不得不说是
一种损失与遗憾。 

四、费孝通的“三区论”与王铭铭的“三圈说”以及“中间圈”的比照分析 

在《“中间圈”——民族的人类学研究与文明史》一文，王铭铭以引用1996
年费孝通在《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中对我国民族研究的回顾开篇，
经过对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名称之力量消长历史的叙述，提出了“人类学民族
研究定位何在？”的问题，也正是为了解决民族学在国内学术界的尴尬处境问
题以及人类学民族研究的定位问题，王铭铭努力从“中间圈”的研究中寻找方
案与方法。[36]这篇文章在王铭铭对于“中间圈”的思考与研究中具有一定的代
表性。文章后半部分从人类学与民族学一并面临尴尬处境的问题出发，分析了
民族学与人类学社会科学性之缺憾的大环境和演变路径，[37]并指出： 



 
民族学与人类学一道还面临着重建一种更大范围的“社会形态”的使

命。中国的社会科学一方面缺乏将“落后”的西部中的社会当作社会来研究
的习惯，另一方面也缺乏对中国整体社会进行思考的学者。在中间圈开展的
民族学研究对于纠正其前一方面的错误有重要意义。可以认为，无论是海外
汉学，还是中国主流社会科学，向来都没有把中国的中间圈当回事。施坚雅
的区位理论对于这一圈的排斥以及国内主流社会科学界的“东部中心主
义”，都是这一问题的反映。将中间圈当成一系列社会来研究，能说明一个
完整的“中国社会”何以不能不是“多元一体”的。如何使境内的核心圈与
中间圈的研究得到并举，同时看到两个地带和元素对于整体中国社会构成的
同等重要的作用，并看到寻找超越于二者的“凝聚力”的历史，是民族的人
类学研究可以专注回答的问题。[38] 

 
关于“凝聚力”，王铭铭提出了“文明”的解释和史禄国“民族单位”之间

流动关系的解释，并着重指出： 

 
研究中间圈，也便是研究在核心圈与中间圈二者之上的文明及在“民族

单位”之间的互动过程……在近代国家疆界尚未完全形成的时代里，中间圈
的上下、左右关系，因没有严格的疆界限制，而常常与外圈相交融……因
而，其相互性与流动性极高……研究中间圈里活跃的上下关系、族群相互性
及文化流动性，为局限于民族国家疆界的近代知识，打开了一扇窥见社会科
学新诠释的窗户。[39] 

 
现在，让我们来比照着看费孝通的《亲迎婚俗之研究》这篇论文。费孝通在

文中一则没有将“落后”的社会不当作社会进行研究的缺憾，而且，我们在他
那里也没有发现其对某个民族或某个地方“落后”的评价，当然也就更谈不上
存在因视这种民族或地方“落后”而采取“歧视”或者另类对待的情况。二
则，在文中除了没有搜集到东三省和四川之材料的客观限制外，费孝通亦无对
中国进行局部考察的弊端，其始终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观察与思考。另
外，无论是讨论亲迎婚俗的形成及其与移民之关系，还是考察影响亲迎区域分
布的地理及社会背景，抑或是对亲迎“中间区”——半亲迎区的人类学文化功
能论与文化传播论相杂糅的解释，都重点探讨了民族间、地域间的人口的互
动、流动与文化的接触、冲突与传播的“事实”，易言之，这里的探讨一直关
注的正是“相互性与流动性”的问题。费孝通不仅于论文第二章用移民的观点
解释了陕西成为半亲迎区的原因： 

 
陕西，山西一带之丧失亲迎婚俗而沦为半亲迎区者，亦由于华族之东移

及南迁，与北部异族之侵入。此种势力于周代之初，业已开始，于姬姓氏族
东殖图中已见端倪，降至晋代异族南侵益亟。[40] 

 
而且他专辟第五章，用亲迎婚俗的功能与传播相结合的观点解释半亲迎区中

“一社会中行亲迎者与不行亲迎者之分别，常与身分及财富之分别相符合。易
言之，士大夫，缙绅，富家多亲迎；而平民不行”的“特殊现象”。[41]正如其
在这章末尾的两段论证： 

 
亲迎婚礼一旦成为儒家所提倡之礼教，亲迎之文载入经典及法令，于是

亲迎获得新的功用及媒介而得以传播矣。其新功用即亲迎之足以表示社会身
分是也。婿往亲迎，乃一手续问题，而非经济问题。故在亲迎区中，不论贫
富并行亲迎，未闻因贫而无力亲迎者。有之惟在半亲迎区中。亲迎之所以成
为经济问题，乃起于社会中一部分人用以表示其身分之故。在一本无亲迎婚
俗之地，特殊阶级之士大夫及富者，借亲迎以示其身分之高贵，必设法保持
此俗，不使其普遍通行；否则，人人亲迎，即失此功用矣。是故务求其繁费
难举，使贫者不能效尤。于是吾人常见富者亲迎，贫者不亲迎之现象矣。 

此种新功用乃亲迎婚俗传播之一大原因。且因其媒介乃文字之记载，故
能超越地域之限制，而产生不相联接之半亲迎区。[42] 

 
而“对中间圈的上下、左右关系”的探讨，亦在第五章“亲迎婚俗之传播”

中进行了集中的体现与解释：作者首先指出文化区域的扩张不一定非得依赖移



民的道理，然后用文化功能论解释了文化传播的性质，并关注到了“左右关
系”，接着针对亲迎“中间区”——半亲迎区之“一种特殊现象”提出了移民
解释的局限，进而从分析亲迎婚俗发展的历史入手，看到了古代帝国与人民生
活的上下互动关系，最后又以阐释亲迎婚俗得以在亲迎“中间区”传播的原因
来同时关照“中间圈的上下、左右关系”。[43] 

而且，费孝通在这篇学士论文中也丝毫没有对人类学与民族学进行人为的二
元区分。其不仅运用了人类学中文化传播论与文化功能论的解释，而且对关于
古代中国商族、周族以及亚洲之满族、北方通古斯族、苗族、瑶族等的民族史
研究进行了借鉴和引用。其将两者结合起来共同构成了对近代亲迎婚俗地理分
布状况的理解与解释。而上述所有的这些，却并未引起王铭铭的注意。 

因而，仅就上文的这一比照阅读来看，王铭铭在《“中间圈”——民族的人
类学研究与文明史》一文中的关怀与主张，早在七十年前费孝通的《亲迎婚俗
之研究》中已得到具体的经验研究的运用和实践。 

此外，王铭铭在《初入“藏彝走廊”记》中指出的要研究藏彝走廊，就要研
究其“节骨眼”、“内部的组织形态”以及侧重关注其之外文明的“夹缝”的
研究主张；在《茶及其“他者”》所作的对“中间圈”的“物化”材料的分析
以及与“大历史”关系的探讨；在《费孝通与“桃花源”》中所彰显的应该对
于民族历史以及与民族历史相关联的“大历史”采取重视的观点；在《差异与
关联——从汉、藏、彝三个文本中的“生死观”看比较人类学》中对作为“中
间圈”的西南地区与中原以及其他文明关系的关注；在《从弗思的“遗憾”到
中国研究的“余地”》中所提到的对关系史动态研究应予以重视的观点；乃至
在《“中间圈”与罗马神话之外的社会科学》中所讨论的罗马神话之外社会科
学研究的可能的看法，都在费孝通《亲迎婚俗之研究》的六章中的某些章节或
者全文中得到了有意无意的关照、注意、分析、讨论与研究和解释。[44] 

王铭铭在《东南与西南——寻找“学术区”之间的纽带》一文中，以指出尚
未被充分认识的“法尔顿主张的人类学再区域化”的“重大意义”和中国东南
与西南两个“学术区”的研究成果值得学界认识与反思开始，联系到自己曾经
召集的一系列人类学研习活动，然后分别基于对“东南的‘两条道路’”、
“西南的一对关系”、“‘居’与‘游’”、“史记与‘东西通识’”的论
述，而论证到“从东西分立到东西并接”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从而寻找到了东
南与西南两个“‘学术区’之间的纽带”，即“反思地继承”两个“学术区”
各自的传统，互相汲取养料，共同开展广泛的“‘关系结构’的具体历史思
考”。[45] 

王铭铭在此文中的讨论、关怀与主张，同样已在费孝通《亲迎婚俗之研究》
中得到了具体经验研究的实践。在这篇学士论文中，费孝通根本就没有如东南
与西南那样的对中国进行二元划分，不论是地域方面还是亲迎婚俗的分布方
面，都是这样。换句话说，费孝通在文中所作的研究本身其实已经对二元对立
的划分模式进行了消解与否定，抑或可以说，在他那里已经存在了王铭铭所谓
的东南与西南两个“‘学术区’之间的纽带”，这种纽带的基础便是建立在对
二元对立划分模式的消解与否定之上。其采用了三分法的做法，并从地域间与
民族间人口的移动，影响这种移民的地理与社会环境以及亲迎婚俗的传播等方
面做了具体的分析和研究，同样可以看出，这些分析与研究都关注了“‘关系
结构’的具体历史思考”。[46] 

谈到“具体历史思考”，容易让我们想到王铭铭在提出“三圈说”时指出的
自己侧重于对历史方面的关注，以及在后来开展的关于“三圈说”以及“中间
圈”的论述中所惯常提倡的对“大历史”关注的强调。而所有这些，更加容易
让人联想到费孝通的《亲迎婚俗之研究》，其在讨论亲迎区域的形成及其与移
民的关系、影响亲迎区域分布的地理与社会背景和亲迎婚俗的传播以及亲迎婚
俗的起源时，都一以贯之地对历史给予了充分的关注，而且让我们对藉由此研
究所展现的“大历史”也有了清晰的印象。[47]但是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惯于以
自己关注历史以及“大历史”而表明其学术主张的王铭铭，却在对其所提出的
“三圈说”与“中间圈”进行历史追溯与谱系建构时忽略了或者说遗忘了费孝
通《亲迎婚俗之研究》这一具体历史；并且对这一具体历史的忽略与遗忘可能
也从某个方面说明了他所乐于强调的对“大历史”进行关注的主张本身所暗含
的危险与局限。 

王铭铭在《文明在周边——“藏彝走廊”、“中间圈”与关系主义民族学》
一文中首先藉由费孝通“藏彝走廊”的概念，提出“文明在周边”这一与文明
在中心不同的切入问题的方式；然后反思了“边疆”这一概念，指出“藏彝走



廊”的价值所在正是其未将少数民族地区称为“边疆”；接着讨论了“古代印
度—东南亚—中国连续统”以及“何为‘中间圈’”的问题；最后，明确指出
了“藏彝走廊”所昭示出来的“基于关系主义民族学而重新构思人类学的可
能”。[48]这里的“文明在周边”在费孝通《亲迎婚俗之研究》第三章“亲迎区
域之形成及其与移民之关系”关于陕西和山西一带由亲迎区转变为半亲迎区的
移民原因的解释中以及最后一章对亲迎婚俗起源的探索中得到了清晰呈现。[49]

而“关系主义民族学”则从第三章开始至第六章论述结束，贯穿于此论文的写
作探讨之中。[50]这些同时也用“事实”证明了王铭铭在《文明在周边——“藏
彝走廊”、“中间圈”与关系主义民族学》一文中认为关系主义民族学与传播
论有关系，但属于“北派”的费孝通的早期研究却采纳了功能论与结构—功能
论理论与方法的观点的片面性与错误之处；而且，王铭铭在《“中间圈”与罗
马神话之外的社会科学》一文中作出的“费孝通的社会科学，正式开始于大瑶
山的少数民族研究”的判断在费孝通的《亲迎婚俗之研究》面前也显然立不住
脚跟。看来仅就这两点的论述来看，王铭铭似乎也没有逃离目前学界对费孝通
的“标准认识”。[51] 

再回过头去看王铭铭提出“三圈说”与“中间圈”的背景与缘由，更让人感
到遗憾和可惜。首先，他在题为“寻找中国人类学的世界观”的学术讲座中总
结道，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人类学家在“强调学科综合时并没有找到合理的方
法论结合点。[52]他根本没有看到费孝通在《亲迎婚俗之研究》中所作出的有益
结合。费孝通的研究明显具有多学科综合的尝试，这里的原因至少与上文提及
的指导他这篇学士论文的六位老师有关。其中的吴文藻、史禄国那时正在研究
人类学，派克带来了人文区位学以及社区研究的雏形，潘光旦不但对人类学有
所研究，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中国国学与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王佩铮则在东吴
大学主讲中国文学。而当时的顾颉刚已经因其“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
点、孟姜女故事的研究和《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而在学术界声名鹊起，
专注于中国古史的辨伪与研究工作，同时于1932年在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开设
“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程，给两校学生传播了历史地理学前身——沿革地
理的一些理论与研究方法。[53] 

另外，从论文中对多学科既有研究成果的引用，我们也可以看出费孝通当时
对多学科所进行的综合。这些引用有中国古代典籍《仪礼》、《诗经》、《春
秋经传集解》、《晋书》、《礼记》等，有王国维的《观堂集》，有蒋廷锡的
《尚书地理今释》、余永梁的《易卦爻辞的时代及其作者》、谭其骧的《中国
内地移民史——湖南篇》，也有李济的《中国民族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史禄国的《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Northern Tungus）、《华南和广东省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Eastern 
China and Kwangtung Province）和《满族的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anchus），还有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等等。[54] 

最后，从阅读“非中国留学生”的海外中国人类学研究成果而开始，进而从
中国人类学传统的民族学史研究中汲取资源的“三圈说”与“中间圈”提出的
背景和缘由，又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王铭铭所倡导并亲身实践的重视“他者的眼
光”的做法所可能造成的失误。[55]因为，刺激他要“寻找中国人类学的世界
观”的是他对上文所提到的三本海外“非中国留学生”所写的关于中国人类学
的研究著作的关注、阅读与高度评价，即他所谓的“从海外视野寻找中国人类
学的世界观”，后来，在这基础之上才做了对“中国人类学的传统关怀”的思
考和探索，然而，这种从“他者的眼光”出发的思考与探索却丝毫没有关注到
作为“我者”存在的费孝通的《亲迎婚俗之研究》中已经生成的亲迎“三区
论”，这的确是一种失误。 

五、小结 

从上文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费孝通的《亲迎婚俗之研究》不但将人类学
的文化功能论与文化传播论结合起来进行论述，而且基于对全国15个省份207个
地方的地方志书上关于亲迎婚俗之记载的内容进行分类、整理与描点，绘制成
近代亲迎婚俗地理分布图，并围绕此图，进而从中发现了亲迎婚俗的“三区”
分布的现象，且对此“三区”进行了分析、研究和解释，形成了亲迎“三区
论”，这比王铭铭所提出的“三圈说”早了71年。王铭铭在其提出“三圈说”
之后逐渐补充、丰富此说的内容和研究，与此同时，对“中间圈”的探讨作为
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这些工作的一个汇总性的展现便是上文提到的由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的《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
一书。在此书所收集的文章中，王铭铭在对其“三圈说”与“中间圈”进行历



史追溯与谱系建构的过程中，将费孝通1943年的《鸡足朝山记》以及之后的数
篇文章、发言等纳入到这一历史追溯与谱系建构的脉络与结构之中，但十分遗
憾的是，他丝毫未曾注意到费孝通的《亲迎婚俗之研究》这篇学士论文。费孝
通在文中所作的亲迎“三区论”研究其实已经用具体的经验研究运用且实践了
诸多如上文所述的王铭铭在近些年来所主张和提倡的反思、对话与提升工作。 

括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到一般意义上的对费孝通《亲迎婚俗之研究》的遗忘
抑或是忽视，或者是对这篇论文价值的忽略，确已给我们后辈学人的研究造成
了遗憾和损失，这亦从反面提醒我们，这篇学士论文确实蕴涵了诸多值得我们
当今学术界关注、研读和思考、分析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对今日的中国社会科
学界或许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因此，我们应该认真研读和学习此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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